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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价格传递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费负担
———基于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的证据

张志强

(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排污费作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被很多国家广泛应用。基于公共经济税收负担理论和实

证产业组织研究框架，提出了企业排污费征收价格传递效应和污染费负担的实证研究框架，以中国

重点监控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污染费征收的企业负担。研究结论认为，重点监控企业污染费对

多产品企业边际成本、价格和价格加成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和价格，降低了企

业的价格加成，这一效应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明污染费征收具有边际成本的不完全传

递效应，存在污染费负担的转嫁机制，在垄断竞争行业尤为明显。过高的污染费转嫁直接影响到这

些重点监控企业的经营绩效。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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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管制作为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
然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本身就具有典型的“双刃剑”特征。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以降

低污染物的排放，进而提升目标区域的环境质量，这也是国际社会广泛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的原因; 另

一方面，对于那些目标管制的企业而言，征收环境污染费或者对企业排放征税，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

本，使生产附加了额外的成本约束，影响了企业的绩效。企业为了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竞争中生存下

来，又会将这种额外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消费者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会承担相应的成

本，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费征收负担转嫁。这些转嫁后的污染费负担会物化到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

中，一旦超过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那么消费者将不会去消费这些污染企业的产品，从而引起企业的

生产下滑、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倒闭。因此，环境管制产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负担分析更具有典型的

政策研究意义。
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具有长期性。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对目标企业征收环境污染费的

长期效应，它是否影响了企业的绩效? 是否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 征收环境污染费引致的价格

传递效应的机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环境税费政策微观传导机制，为我们制定最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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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提供微观基础。中国政府对重污染类企业开始征收排污费，始于 1997 年。针对这一环境

规制政策的实施，本文基于公共经济学的税收负担理论( Tax Incidence) 和实证产业组织(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EIO) 研究框架，探究了重点监控企业污染费征收对企业绩效以及消费者剩余

和生产者剩余变化的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公共经济学的税收负担理论，推导出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计算环境污

染税费的一般公式，为进一步采用 EIO 的研究方法，探究环境污染费征收引致的价格传递效应提供

了实证研究基本框架。
其次，以往对微观企业绩效方面的研究，更多依赖于微观企业总体影响效应的分析。例如关于

贸易行为对企业 TFP、价格加成等影响效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相关的

研究中存在的显著问题在于对企业生产行为的分析都是围绕单一产品展开的，即都假定企业仅生产

一种产品，而对于企业内部如何进行生产、如何进行生产资源在不同产品线之间的分配研究并不深

入，还缺乏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本文的研究则关注于对重点监控企业征收污染费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与以往的宏观企业总效应分析不同，本文从重点监控企业的生产行为入手，分析了对重点监控

企业征收排污费而引起的企业产品层面价格、边际成本和消费者福利的总体影响效应。从这个角度

而言，本文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分析了排污费的征收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这为进一

步优化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决策参考。
第三，本文将重点监控企业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2010—2013 ) 、中国海关数据库( 2010—

2013) 相匹配，构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多产品企业数据库，基于控制函数研究方法，首次计算了多产

品企业的产品价格加成和边际成本，并估计了多产品企业产品的需求函数。从多产品企业的产品层

面上，揭示了企业污染费征收，对企业价格加成、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影响效应。我们发现排污费

征收显著地影响了多产品企业的绩效，并且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垄断竞争行业的排污

费转嫁更为明显，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税费负担，而一旦超过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那么企业的产品

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竞争环境，长期来看会显著影响这些重污染企业的绩效，甚至会导致这些重污

染企业被逐出制造业市场。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关注于环境管制对多产品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与本研究相关的主题体现在如下三

个方面:

( 一) 公共经济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

成本的价格传递效应( Pass-through effect) 在产业组织领域中一般是指企业产品维度上外在因素

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产业组织领域，价格传递可以用来分析很多问题，例如产业层面

的价格歧视及企业的兼并重组。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提及价格歧视，主要分析的是汇率波动对进口价

格的影响效应。在公共经济学领域，价格传递效应往往被用于研究税收负担。公共经济学领域对于

这一 问 题 的 研 究，主 要 关 注 的 是 碳 税 和 能 源 价 格 的 传 递 效 应，典 型 的 研 究 如 Doyle and
Samphantharak［1］、Marion and Muehlegger［2］、Kopczuk et al．［3］等。Fabra and Ｒeguant［4］研究了欧盟排

放交易系统中的价格补贴机制对电力批发价格的影响效应。然而，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一的

煤炭投入的价格传递效应，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也难以拓展到多产业、多企业的层面。而实证产业组

织理论的研究，关注于不完全竞争情况下企业的价格传递效应，例如 Buchanan［5］、Barnett［6］、Ｒyan［7］、
Fowlie et al．［8］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中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传递效应，都是围绕单一

的产业部门展开的，例如 Ｒyan［7］围绕的是混凝土产业部门，而 Fowlie et al．［8］的研究关注的是电力部

门的价格传递效应，这种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传递效应，难以拓展到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传

递效应研究。我国学者也研究了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微观机理，Jiang et al．［9］的研究发现所有制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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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重要原因，法人所有制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排放强度更低，同时地方保

护程度越低的企业，污染排放的强度也越低。制度性因素成为影响微观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最重要原

因。Wu et al．［10］研究了重污染企业的空间选址行为，发现自“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重

污染企业向中国西部地区迁移的趋势尤为明显，因而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对于中国未来环境规制的

实施更为重要。傅京燕和李丽莎［11］、王杰和刘斌［12］研究了中国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总体绩效的影

响，他们发现环境规制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卞元超等［13］探究了中国地方政府

节能减排的标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效应，发现存在地方官员的“节能锦标赛”，这一环境规制政策起

到了约束效应。
( 二) 汇率的不完全价格传递效应

有很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于汇率变化引致的价格传递效应，虽然其内在原因呈现出了多样化

的变化特征，但基本的研究结论认为，汇率存在不完全传递效应，即企业商品价格的波动程度要小于汇

率的实际波动程度。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的主要原因表现在: 搜寻摩擦( Search Frictions) 及价格调整

的频率，如 Gopinath et al．［14］的研究; 产品质量引致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如 Auer［15］的研究; 国外产品进

口作为原材料引致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如 Goldberg and Pavcnik［16］的研究; 不同企业所在市场结构和

企业的异质性也直接影响了企业所在产业的价格传递效应。随着微观企业产品交易层面贸易数据

的增多，有一些学者从微观企业产品层面出口行为的抑制性来分析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Amiti
et al．［17］的研究发现比利时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如果在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都具有较高的份额，那

么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就更为明显。Berman et al．［18］的研究认为，出口生产率

水平较高的企业，通常会及时地依据汇率的波动不断调整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而引致了不完全传递

效应。Chatterjee et al．［19］分析了巴西多产品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发现不完全传递效应仍然存在，

并且在较高产品质量的企业层面显得更为明显。Han et al．［20］利用中国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

关税的价格传导机制和贸易自由化引致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在城市中私营部门的比例越高，越能

够显著地促进价格的传递效应，并且中国加入 WTO 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收入者的个体福利。其他学

者如 Baldwin and Harrigan［21］、Feenstra and Ｒomalis［22］、Hallak and Sivadasan［23］、Johnson［24］等从微观

企业的产品质量层面分析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这些相关研究，为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中排污费的

负担效应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的研究框架都是基于这些研究展开的。
( 三) 多产品企业绩效问题研究

在微观企业的绩效传递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企业边际成本和价格加成等变量难以直接观

测。随着实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多产品企业的行为绩效日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领

域，在企业的边际成本、价格加成等算法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进展。对于多产品企业的问题研究，更

多集中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从研究范式来看，主要关注于企业多产品化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效

应。与经典的单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型不同，多产品企业的国际贸易模型通过多产品、多区域的一般

均衡模型，说明了企业产品选择和贸易带来的福利变化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如 Bernard et al．［25］的

研究。
Mayer et al．［26］的研究发现，对于多产品企业而言，它们会依据自身所在产品销售目的地市场竞

争程度的不同，合理地优化布局自身的产品定位。De Loecker et al．［27］的研究利用多产品企业实证

研究框架，探究了关税贸易的自由化对印度多产品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他们创立的多产品企业的

价格加成、边际成本的实证研究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多产品企业绩效问题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框架

分析的维度是多产品企业的产品维度，那么它也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被应用于国际贸易、实证

产业组织等诸多领域，而本文的实证研究框架，就是基于这一研究方法展开的。环境规制产生的个

体福利效应的分析，更具有典型的福利政策含义，但环境污染税征收的影响绩效评价，更多的关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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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具有的宏观效应，例如对于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企业污染税征收

引致的个体福利效应的影响效应的识别。本文针对这一研究问题，在公共经济学的税收负担理论的

基础上，深入探究企业污染费征收的福利政策效应。
三、环境管制价格传递效应理论实证研究框架

探究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绩效影响的传递效应，源于实证产业组织的税收负担理论。这里我们

借鉴了 Weyl and Fabinger［28］的研究框架，拓展到了以企业排污费为表现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的税收

负担效应:

Ii =
∑ i

Qiλmcρi

∑ i
Qi ( ρi － ( 1 － LiεD，i ) λmc )

( 1)

其中，εD，i 代表企业 i的需求价格弹性，Qi 代表企业总产出，企业被征收了污染费而产生的价格水

平变化量效应为 λmc，ρi 为企业被征收了污染费而导致的边际成本的变化，Li 代表企业所在行业的勒

纳指数。那么以公式( 1) 为基础，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由于对污染企业征收了污染费而产生的企业

绩效传递效应。征收污染费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分析需要微观企业产品价格、边际成本、产出弹性

等变量，然而现实中这在所有可得数据集中并不存在，因此需要我们借助于实证产业组织的多产品企

业绩效分析研究方法，计算出这些特征指标，进而研究对企业征收污染费带来的绩效影响效应①。得到

这些指标的计算结果后，对企业征收污染费引致的直接影响效应实证方程如公式( 2) 所示:

yijct = α1ζit + Xijctγ + ηi + λ ij + πt + εijct ( 2)

其中，yijct 代表 j 行业的 i 企业生产的 c产品的绩效变量，包括多产品企业的产品价格、边际成本和价

格加成。ζit 代表对企业 i 征收的污染费，Xijct 代表影响企业绩效的潜在控制变量，我们在实证检验部分，

加入了企业的规模( Scaleit ) 、企业的 Ｒ＆D 水平( Ｒ＆Dit ) 、企业的年龄( Longit ) 和企业的生产率( TFPit ) ，

ηi、λij、πt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jct 代表随机误差项，这一方程描述了对企业征收污染费而

产生的直接影响效应。当得到了企业的产品价格( pijct ) 、边际成本( mcijct^ ) 和价格加成( μijct
^

) 以后，我们

就能够直接分析对企业征收污染费所带来的直接的价格传递效应，相应的回归方程如公式( 3) 所示:

pijct = mc mcijct^ + Xijctγ + ηij + δct + εijct ( 3)

在相应的回归框架中，我们加入了企业、行业层面固定效应。mc 代表企业边际成本价格的传导

弹性，它与计算企业税收负担的边际成本传导效应之间存在如公式( 4) 的换算关系:

λmc
^ = mc μijct
^ ( 4)

从而以此为基础计算企业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②。
四、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集合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微观企业层面排污费征收的数据来源于环保部信息公

开数据，我们手工整理了 2010—2013 年全部被征收了排污费的企业污染费征收的数据，具体来源于

环保部 2010—2013 年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征收公告。这一数据按照省份在环保部官方网站上进行

了公示。原始数据包含了企业名称、污染费的开单金额和入库金额，并且所有列入重点监控企业的

数据都是按照季度公示的。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有部分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中列明“政策性免征”
“停产”“企业关闭”“零排放”等，我们将这几类不同的企业进行了标注。在核算企业层面的排污费

用时，这些企业我们用零值进行了替代。仔细分析这些被征收污染费的企业可知，其所属的行业并

非只有制造业，还包括一些污水处理企业、采掘业企业，而在我们的实证数据样本中，仅包括了制造

业企业。为了得到稳健的环境规制对多产品企业绩效的影响，这里我们也计算了企业的排污费强度

指标，即用对企业排污费的征收额除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得到的排污费征收强度指标来表示。另一

套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2010—2013) ，第三套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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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2010—2013) 。
采用这三套数据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微观企业层面价格传递效应研究的基本样本的分析单元是

多产品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因此我们将这三套不同的数据按照不同的规则对样本进行了匹配。企

业排污费的名单中包含了企业的名称，我们以企业的名称为基础，将它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2010—2013) 的数据合并，得到了被征收排污费的相应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关统计数据，包括企业的

工业总产值、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企业的出口交货值等数据。2010—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的

全部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包含中间投入的数据，这与 1998—2008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存在很

大的不同，为了计算微观企业层面的 TFP，我们需要企业层面的中间投入数据。借助于通用的会计

准则，企业中间投入 = 工业总产值 + 应交所得税 － 产成品 － 本年应付工资。依据这一算法，对

1998—2008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中间投入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得到这一数据后，可以得出

计算出的中间投入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报告的中间投入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2，表明我们采用的核算

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因此在 2010—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我们采用这样的算法衡量企业的

TFP。企业产品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之间的合并。关于这两个数据

库的合并，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这里我们采用了 Lu and Yu［29］的研究方法，将这两个数据

库进行了合并③。从而得到了本文研究环境规制的企业绩效传递效应的微观数据集。对于企业的发

展而言，国内的发展环境是其内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另一方面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国际竞争环境。
这里我们用企业所在行业的投入关税和产出关税的水平来衡量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
在多产品企业的 TFP 测度中，相应的微观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控制函数中，我们也加入了企业面临的

投入关税和产出关税的影响效应。
五、实证回归结果

( 一) 环境污染费的多产品企业绩效影响效应

基于模型( 2) 的研究框架，我们测度了征收排污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其中的回归结果反映

了对企业征收污染费对多产品企业价格、边际成本、价格加成的影响效应。对每一个被解释变量都

进行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回归，第一类回归都加入了企业、产品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即我们采用了多维

固定效应的回归方法。第二类回归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企业污染费征收本身具

有显著的内生性，为了有效解决这一内生性解释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将企业是否处于“两

控”方案的实际控制区作为对企业征收污染费的工具变量［30］。这里的“两控”方案实际上指的是

1998 年国家环保总局设立的二氧化硫和酸雨控制方案。对于那些属于“两控”方案控制区内的企

业，设定为 1，否则为 0④。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对企业污染费的征收，显著地提高了

企业的边际成本，这在所有的回归模型设定情况下都是高度显著的。这里所有的回归变量都取了对

数，因此得到的回归系数代表了相应的解释变量的点弹性。如果对企业征收 1%的排污费，那么会使

企业产品的边际成本提高 1. 115%，这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下仍然是高度显著的。相应的，对企业

征收 1%的污染费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 0． 32%。企业生产产品的价格加成方面，增加 1% 的企

业排污费会使企业的价格加成降低 0． 01%。这表明对于微观企业而言，企业总体污染费的征收，提

高了企业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和企业产品的价格，同时又降低了企业产品的价格加成。在全部的回

归结果中，我们都加入了企业、年份和产品的固定效应。这里的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

的，即企业污染费的征收，相当于给企业施加了额外的成本上升压力。正如我们前文的理论研究所

阐述的那样，环境污染费的征收更像一把“双刃剑”，从微观企业生产的角度，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成

本。而这对于微观企业而言，相当于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上升压力。在“去产能，调结构”的产业发展

政策环境下，污染费的征收，进一步增强了这些重污染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

为关注的是污染费的征收对消费者负担的影响效应。在回归的方程中，我们也加入了排污费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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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二次方项，以测度环境规制的非线性效应。回归的结果表明，排污费对企业的绩效具有典型的

非线性效应。这一非线性效应在工具变量估计的条件下，仍然是高度显著的。将表 1 中工具变量的

估计方法与固定效应条件下的估计方法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估计系数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

异。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下，排污费征收增加 1%，会使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 1. 2%，企业的价格

提高 1. 12%，稳健的工具变量估计，进一步佐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企业的价格加成方面，在工具

变量的估计方法条件下，对企业征收排污费会显著地降低企业的价格加成，企业的排污费每增长

1%，会使企业的价格加成降低 1. 11%。这表明对企业排污费的征收，直接影响到目标企业的市场势

力，进而影响到目标规制企业的市场势力。
表 1 企业排污费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

固定效应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mcijct pijct μijct mcijct pijct μijct

ζit
1． 225＊＊＊
( 0． 003)

1． 022
( 0． 004)

－ 1． 021＊＊＊
( 0． 001)

1． 220＊＊＊
( 0． 002)

1． 011＊＊＊
( 0． 003)

－1．110＊＊＊
( 0． 004)

ζ2it
－ 0． 003 6
( 0． 224)

－ 0． 021
( 0． 001)

－ 0． 003 4
( 0． 334)

－0．002 1＊＊＊
( 0． 220)

－ 0． 021＊＊＊
( 0． 223)

－0．003 1＊＊＊
( 0． 332)

Scaleit
－ 0． 754＊＊＊
( 0． 004)

0． 845
( 0． 004)

0． 985＊＊
( 0． 004)

－ 0． 742＊＊＊
( 0． 001)

0． 820＊＊＊
( 0． 002)

0． 945＊＊
( 0． 021)

Ｒ＆Dit
－ 1． 032＊＊＊
( 0． 005)

1． 100
( 0． 002)

2． 124＊＊＊
( 0． 254)

－ 1． 031＊＊
( 0． 001)

1． 092＊＊＊
( 0． 004)

2． 125＊＊＊
( 0． 245)

TFPit
－ 0． 489＊＊＊
( 0． 005)

0． 435＊＊＊
( 0． 004)

0． 425＊＊＊
( 0． 004)

－ 0． 459*

( 0． 021)
0． 425＊＊＊
( 0． 001)

0． 401＊＊＊
( 0． 004)

Longit
0． 032＊＊＊
( 0． 002)

0． 022＊＊＊
( 0． 003)

0． 012＊＊
( 0． 004)

0． 021＊＊＊
( 0． 001)

0． 031＊＊＊
( 0． 004)

0． 032＊＊
( 0． 014)

过度识别约束 — — — 0． 64 0． 32 0． 55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数 54 300 54 300 54 300 54 300 54 300 54 300

注: *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是标
准差。

其他影响微观企业绩效

的指 标 方 面: 企 业 的 规 模 越

大，那 么 由 于 规 模 经 济 的 存

在，越能够显著地降低企业的

边际成本，在固定效应估计条

件下，这一效应是 0． 75%，在

工具变量估计条件下，这一效

应为 0. 74% ; 多产品企业的生

产率水平越 高，越 能 够 显 著

地降低企业生产产品的边际

成本、提高企业产品价格，这

一效应无论是在固定效应还

是 在 工 具 变 量 的 估 计 条 件

下，都是高度显著的; 多产品

企业的 TFP 水平越高，越能

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的市场势

力; 企业的成立时间越长，越

能够提升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和产品价格，并 且 能 够 显 著

地 降 低 企 业 产 品 的 边 际 成

本; 企业的 Ｒ＆D 投入水平越高，越能够显著地提高多产品企业的价格加成，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条

件下，Ｒ＆D 每增加 1%可以使企业的价格加成提高 2． 125%。在全部的回归中，我们都加入了企业、
产品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回归的缺失变量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效应。表 1 中工

具变量估计过度识别约束表明我们用“两控”方案作为企业污染费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相应的工具

变量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 二) 环境污染费的价格传递效应

前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企业排污费的征收，显著影响了多产品企业的绩效。我们更为关注的

是对重污染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带来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动态变化。因此，这里基于模型( 3) 在

标准的价格传递效应回归方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企业污染费征收带来的价格传递效应⑤。回

归结果表明企业的边际成本增加 1%，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提高 0. 61%。正如前文阐述的，这里的

弹性并不能完全代表价格的传递效应，基于公式( 4) ，将它乘以企业平均价格加成 1． 25，得到企业边

际成本的价格传递效应系数为 0． 69。因而这表明了对于企业的生产过程而言存在显著的不完全价

格传递效应，对目标污染企业征收的污染费并不能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分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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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然而这一价格传递方程是以全部企业为样本的，忽略了不同行业价格传递效应的异质性。这里

我们依据二分位行业的分类代码，分别基于模型( 3) 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在全部的回归

中，我们都加入了企业、产品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以有效解决缺失变量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效应。
无论是全部数据样本的总体估计还是细分二分位行业的估计，我们都采用了多维固定效应和工具变

量估计的方法。由于模型( 3) 中的企业产品层面的边际成本与残差 εijct存在潜在的相关性，从而对价

格传递效应的估计存在显著的内生解释变量偏差。对于企业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的工具变量，我们

将企业所在行业四分位的投入关税和产出关税作为企业边际成本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回归⑥。回归结

果表明，在不同的二分位行业，企业产品层面的边际成本对价格的传递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这

表明了边际成本具有显著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冶炼、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边际成本的价格传递效应显著大于 1。这表明

表 2 不同行业价格传递效应的估计结果

行业
代码

产业名称
固定效应

回归
工具变量

回归
行业
代码

产业名称
固定效应

回归
工具变量

回归

全样本
0． 620＊＊＊
( 0． 004)

0． 61＊＊＊
( 0． 002)

27 医药制造业
1． 052＊＊＊
( 0． 043)

1． 021＊＊＊
( 0． 032)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0． 425＊＊＊
( 0． 004)

0． 302＊＊＊
( 0． 004)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021＊＊＊
( 0． 032)

1． 022＊＊＊
( 0． 002)

14 食品制造业
0． 462＊＊＊
( 0． 003)

0． 452＊＊＊
( 0． 001)

29 橡胶制品业
1． 022＊＊＊
( 0． 032)

1． 032＊＊＊
( 0． 034)

15 饮料制造业
0． 352＊＊＊
( 0． 774)

0． 332＊＊＊
( 0． 024)

30 塑料制品业
0． 352＊＊＊
( 0． 321)

0． 322＊＊＊
( 0． 324)

16 烟草制品业
1． 125＊＊＊
( 0． 036)

1． 021＊＊＊
( 0． 042)

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022＊＊＊
( 0． 031)

1． 001＊＊＊
( 0． 032)

17 纺织业
0． 845＊＊＊
( 0． 003)

0． 825＊＊＊
( 0． 001)

3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 002＊＊＊
( 0． 055)

0． 942＊＊＊
( 0． 054)

18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 456＊＊＊
( 0． 354)

0． 442＊＊＊
( 0． 321)

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752＊＊＊
( 0． 231)

0． 754＊＊＊
( 0． 042)

19 皮革、毛皮、羽毛
( 绒) 及其制品业

0． 321＊＊＊
( 0． 002)

0． 302＊＊＊
( 0． 001)

34 金属制品业
0． 854＊＊＊
( 0． 031)

0． 842＊＊＊
( 0． 032)

2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0． 752＊＊＊
( 0． 004)

0． 742＊＊
( 0． 045)

35 通用设备制造业
1． 024＊＊＊
( 0． 034)

1． 020＊＊＊
( 0． 032)

21 家具制造业
0． 845＊＊＊
( 0． 003)

0． 825＊＊＊
( 0． 034)

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 022＊＊＊
( 0． 034)

1． 002＊＊＊
( 0． 002)

22 造纸及纸制品业
1． 022

( 0． 033)
1． 012＊＊＊
( 0． 034)

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 254＊＊＊
( 0． 087)

1． 021*

( 0． 034)

2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 425＊＊
( 0． 034)

0． 471＊＊
( 0． 032)

3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 894＊＊＊
( 0． 032)

0． 754＊＊
( 0． 002)

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 452＊＊＊
( 0． 087)

0． 402＊＊
( 0． 082)

4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1． 023＊＊＊
( 0． 032)

1． 021＊＊
( 0． 024)

2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1． 022＊＊＊
( 0． 003)

1． 024＊＊
( 0． 005)

4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1． 022＊＊＊
( 0． 045)

1． 032＊＊
( 0． 021)

26 化学 原 料 及 化 学 制 品 制
造业

1． 025＊＊＊
( 0． 003)

1． 002＊＊
( 0． 004)

4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 452＊＊
( 0． 032)

0． 345＊＊
( 0． 021)

注:＊＊＊、＊＊、* ，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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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这些行业征收了污染费以后，相应的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者剩余是增加的，即相应行业内消费者

承担了绝大比例的污染费负担，而这些企业承担的排污费负担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完全竞

争行业，这与制造业企业本身所在行业的特点紧密相连，因为这些寡头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势力

获得额外的垄断利润，并且将污染费的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相比较而言，那些价格传递效应比

较高的行业，普遍的特点是都具有较高的价格加成，而它们的产品都呈现出需求缺乏弹性的特征。
正如 Weyl and Fabinger［28］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企业价格传递效

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曲率( Curvature) 。如果企业产品的需求曲线是凹函数，那

么对企业征收污染费的价格传递效应就倾向于大于 1，此时单一的厂商定价，具有寡头垄断势力。如

果企业的需求曲线是凸函数，那么倾向于具有比较低的价格传递效应。企业是否能从征收污染费中

获得额外的收益取决于对企业征收了污染费以后，消费者和生产者从中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

剩余的变化，而这也是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污染费排放标准的关键。
( 三) 基于不同市场结构的污染费征收的厂商福利和消费者福利效应

表 3 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

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

产业
名称

非对称
垄断

垄断
竞争

完全
竞争

产业
名称

非对称
垄断

垄断
竞争

完全
竞争

11 0． 52 0． 59 0． 42 23 0． 46 0． 42 0． 43

12 0． 58 0． 54 0． 45 24 0． 50 0． 51 0． 49

13 0． 35 0． 37 0． 48 25 1． 25 1． 20 1． 10

14 0． 62 0． 62 0． 54 26 1． 21 1． 02 0． 94

15 0． 42 0． 46 0． 48 27 1． 12 1． 03 0． 98

16 1． 08 1． 02 0． 46 35 1． 05 1． 04 0． 97

17 0． 32 0． 30 0． 42 36 1． 24 1． 21 0． 89

18 0． 33 0． 24 0． 46 37 1． 20 1． 08 1． 03

19 0． 54 0． 51 0． 50 39 0． 89 0． 84 0． 72

20 0． 45 0． 43 0． 44 40 1． 03 1． 02 0． 98

21 0． 54 0． 50 0． 61 41 1． 05 1． 01 0． 98

22 1． 04 1． 05 1． 00 42 0． 87 0． 84 0． 54

注: 产业分类的行业代码与表 2 中的代码一致。

基于模型( 4) 的企业税收负担边际成本传导效

应方程，在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我们测算了企业和

消费者污染费负担比重，如表 3 所示。与前文的实

证研究相一致，这里按照中国行业分类，分别计算了

不同行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税收负担。公式依据

价格传递方程计算得到的传递效应系数、需求价格

弹性和行业层面的勒纳指数给出了各个行业估计得

到的平均边际成本传递的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

和平均勒纳指数。在全部的回归结果中，我们测度

了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消费者剩余所占比重的变

化。我们发现当对排污企业征收了污染费以后，消

费者污染费负担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

别，在不同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也存在显著差别。造

纸及纸制品业( 2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2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 26 ) ，医 药 制 造 业

( 27)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4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41) 等制造业产业无论是在完全竞争的

市场结构条件下，还是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消费者污染费的负担比例都超过了 100%，这

说明在这些产业最终产品的消费价格中，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污染费负担。在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

中，污染费的征收通过企业边际成本的传递效应，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由于表 3 的回归结果是二

分位行业层面的平均估计结果，那么在四分位的行业层面，消费者负担的比例将更大⑦。我们的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对这些重污染行业排污费的征收，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虽然由于垄断竞争

优势，他们可以进行税费的转嫁，但是当这种物化的税费转嫁超过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以后，消费者

将不会购买企业的产品。企业面临的将是产品销量下滑、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此时对污染企业排污

费的征收，将会更加恶化企业的生存状况。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对污染企业征收污染费的方式是目前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中的普遍做法。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

程中，对重度污染企业的规制效应尤为明显。很多重度污染企业会由于外在的环境规制和内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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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面缺乏效率，逐渐被逐出市场，而这也是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初衷。相反，那些顺应产业发展

规制政策目标，不断进行技术结构升级改造的企业，更容易在纷繁复杂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重污染企业污染费的征收，显著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微观市场绩效。而这更多体

现在污染费对企业边际成本的影响效应上，并且不同的制造业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

了在未来对企业征收污染费的设计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基于微观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产品特征制

定有针对性的污染费征收标准。
通常，在对这些污染企业征税的情况下，一般会认为企业会将生产的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然

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对企业排污费的征收是否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更多取决于目标产业的结构特

征和企业的市场势力。污染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不同，导致了污染费的转嫁程度不同，即对企业排

污费的征收具有显著的不完全传递效应，而这取决于所在目标行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生产产品的需

求价格弹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企业生产的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对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增

加了厂商生产者剩余，此时消费者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税收负担。而相反，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需

求富有弹性的，那么排污费的征收，则显著降低了这些污染企业的生产者剩余，从而厂商负担了排污

费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未来污染费的征收，应该按照企业所在行业的产品特征、行业特征和

企业面临的需求特征，对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污染费设计。现有的排污费征收策略都假定企业具有

完全的污染费投入成本转嫁机制并且企业所在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显然这与污染企业

特征、污染企业所在行业特征的异质性不相匹配。如果忽略企业特质、行业特质，那么排污费的征收

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绩效，甚至企业的生存，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对排污费征收引致的污染企业的绩效影响分析，更多依赖于企业所在行业特征及企业

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等特征性指标，而不是仅仅针对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的量直接征收污染费。本文

基于公共经济学的税收负担理论构建的实证研究框架，并不需要消费者购买行为、厂商生产投入等

微观数据，借助于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企业价格加成和市场结构的勒纳指数，就可以有效测度

企业污染费的价格传递效应以及消费者剩余和厂商的生产者剩余，为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微观企

业污染费征收策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当然，我们提出的实证研究框架，也可以用于分析影响微

观企业生产决策的其他内在价格传导机制，例如城市最低工资、土地价格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效

应，这也将是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本文的多产品企业需求价格弹性、价格加成的计算方法参考了 De Loecker et al．［27］的研究，详尽的推导过程可联系

作者索取。
②结果备索。
③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两数据库合并的过程，详尽的合并过程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④我们依据企业的登记注册地址，确定了企业是否处于“两控”方案规定的 175 个地级以上城市，并将它作为企业征

收污染费的工具变量。
⑤结果备索。
⑥限于篇幅，这里并没有给出全部行业细分产业相应的工具变量估计的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这里并没有给出相应的四分位行业的消费者剩余比重的估计值，感兴趣的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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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rice transfer
and pollution burden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evidence based on pollution fees of key monitoring firms
ZHANG Zhiqiang

(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Pollution fee is widely used by many countri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ic tax burden and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framework，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price transfer effect and pollution burden of enterprises’sewage charges． Then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corporate burden of pollution fees，taking the Chinese key monitoring companies as a s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lution fee of key monitoring compani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rginal cost，price and markup of multiple-product

companies，raising the marginal cost and price and cutting the markup，which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industri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collection of pollution fees has an incomplete transmission effect on marginal cost，and there is a transfer

mechanism of pollution burden，especially in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dustry． The excessive transfer of pollution costs

directly affects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se key monitoring companies． 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y mix．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burden; marginal cost; price transfer; mar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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